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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空心化”：
成因、特质及社会风险

——以 J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刘 杰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有关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的研究，学术界通常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认为这

是城市化趋势不断加强背景下都市“过密化”的必然产物，忽视了“全球化”这一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

素。本文在反思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城市化”与“全球化”这两大影响当今社会发展进程的

关键因素结合起来，辨别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内涵关联，以民族地区的乡村为案例基础，着

重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劳务输出对该地区乡村“空心化”成因及特质的影响，认为乡村“空心化”将带来一

系列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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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的研究，学术界通常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认为这是

城市化趋势不断加强背景下都市“过密化”的必然产物，忽视了“全球化”这一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

素。本文将“城市化”与“全球化”这两大影响当今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结合起来，辨别乡村社会

“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内涵关联，通过对深受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影响的具体特殊案例进行剖析，

即 J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乡村“空心化”趋势，着重于全球化背景下劳务输出对乡村“空心化”趋势

的影响，分析乡村“空心化”趋势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乡村社会的“过疏化”和“空心化”

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开始于工业时代，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关系是世界各国最为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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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但却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城市研究学者均对城乡关系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诸如霍华德（Ebene⁃
zer Howard）、芒福德（Mumford）、赖特（Frank Lioyd Wrignt）、沙里宁（Eliel Saarinen）、恩温（Raymond
Unwin）、盖迪斯（Patrick Geddes）等，并在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建构出不同的城乡理想，发展出

诸多城乡理论和城市规划思想，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城乡建设和管理体制，实践着不同

的城乡发展道路。

费孝通认为城乡关系处于一种“相成相克”的状态，一方面认为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

“输入”与“输出”功能，城市对乡村存在“双重反哺”现象，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都市发达并

未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1］从当前中国社

会发展的状况判断，“城乡相克说”更能贴近转型期城乡关系实际。一般而言，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研

究需在城市化的具体进程中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复苏和不断加快为我们研究城乡关系

提供了最佳平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关键阶段的中国转型社会，城乡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学术界论述城乡关系主要围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的变迁展开，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

化及其后果则是当前乡村社会研究的热点所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的出现

与当前我国持续推进的城市化密切相关，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是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之

一。“在工业主义和市场逻辑的主导驱动下，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乡村世界则随着人口外流和资源

锐减而不可避免地走上萎缩之路，这种两极相对的反向变化似乎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般法则。”［2］

“过疏”问题的提出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伴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日本的城市化和

产业化浪潮持续加快，日本社会大量农村人口举家迁入城市，导致日本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

题产生。日本学界由此掀起一股“地域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地域社会学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是

一种“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

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3］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乡村社会“过疏”现象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的人

口学界定到地域社会学的综合概括，认为“过疏”是“以人口急剧减少这一环境条件为前提，在农村山

村地带生活的居民意识消沉、衰退，以地域的基础单位——部落（村落）为中轴的地域社会，在生产生

活的基础条件崩坏的背景下，地域居民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4］但概而言之，学术界关于乡村“过疏

化”问题研究局限于城乡关系理论视域，围绕城乡关系而持续展开，认为乡村“过疏化”与“空心化”现

象的出现与城市化密切相关，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由于“推拉”动力的作用，乡村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急剧向城市聚集，城乡社会的人口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

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动，城市社会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逐步加

强。但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劳务输出亦是导致乡村“过疏化”问题出现的重要根源之一，而这一重

要的社会事实恰恰被当前“过疏化”问题研究的学者所忽视。

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乡村“过疏化”问题必须考虑“全球化”这一关键因素，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

化发展进程就是在全球化的强大而反复地外部冲击下不断推进，甚至可以说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的

既定发展框架下进行。劳动市场的全球化相伴于经济全球化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劳动成

果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就形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这就使得各国劳动市场彼此间发生着错综复杂

的联系，构成一个彼此互动的大市场，使劳动市场全球化。”［5］项飚基于对目前的全球化和亚洲区域

化新的理解，认为中国向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的劳务输出，是亚洲日益紧密的区域化的一部

分，但又是一个“劳工移植”的过程：劳工在家乡被“拔出”，直接植入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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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这种全球化和亚洲区域化背景下的劳工移植产生了新的社会后果。［6］本文所研究的乡村

“过疏化”与“空心化”就是这种“劳工移植”的社会后果之一。本文的研究地域位于 J省延边州，该州

位于中国东北部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图们江地区，是中国 J省的边疆近海地区，是我国唯一一个朝鲜

族自治州。近年来，朝鲜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出务工，目的地主要为韩国和日本。在出国劳务和

外出务工的影响下，延边州的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极为严重，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风险。

很多学者把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混为一谈，认为只是概念使用上的差异。但笔者认为乡村

“过疏化”和“空心化”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两个不同阶段，抑或

是乡村衰败两种不同程度的表征。乡村“过疏化”处于乡村衰败的初级阶段，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中城乡关系变迁初期的产物，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人口密度逐渐减少，导致乡村传

统、乡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方面的问题。乡村“空心化”则是“过疏化”持续发酵的产物，其表象不仅仅

是乡村人口的外流，而是乡村人口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乡村文明逐步终结。

笔者认为乡村“空心化”至少包括五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心化”，意指乡村人

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乡村人口结构以“389961”①为主体，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大幅度

减少；二是地理意义上的“空心化”，随着“村村通”乡村道路建设工程的推进，依然居住在乡村的农民

不断地将房屋建于“村村通”道路两旁，或集中在集市等交通要道，农村原有的聚落点逐渐荒芜，村庄

内部处于中心地带的老村址悄然变成废墟，留下一片破旧、闲置或废弃的旧房。这种内部闲置、外围

新房的“内空外扩”现象我们可视为地理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三是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意指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大部分青壮年在外长期务工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以后在城镇或城市租房

或购房定居，乡村留居人口老龄化、贫困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资金等关键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农业

生产逐渐荒芜，乡村经济日益衰退；四是基层政权意义上的“空心化”，意指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中有一

定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出现脱节甚至老龄化，

人员构成出现真空，使政府职能在乡村基层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各项政策无法贯彻；在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乡村基层政权内部人力、物力、财力呈现流失与断层局面，基层政权职能、

权力和责任逐步弱化；五是公共性意义上的“空心化”，这既是乡村空心化的表征之一，又是上述层面

“空心化”的后果，意指乡村社会连接、地域文化以及公共事务层面的空心化，人口学、地理、经济以及

基层政权意义上的“空心化”作用于乡村社会，不可避免造成地域文化和社会连接的解体，乡村公共

服务无力承载，公共生活无法开展。

二、延边州乡村“空心化”的成因及特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 J省东部，幅员4.27万平方公里，约占吉林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该州成

立于1952年9月，现辖6市2县，总面积42 700平方公里，总人口218.6万，农业人口72.0万人，占总人

口的33.0%。延边州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和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共有朝鲜族人口79.8万，

占总人口的36.5%②。朝鲜族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因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从朝鲜半岛迁入我国东北

境内。因此，无论从民族的自然属性，还是从血缘关系上，他们与朝鲜半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①“389961”意指妇女、老年人和儿童。“38”指妇女群体，“99”是指重阳节，“61”特指儿童节。

② 此数据来源于延边州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anbian.gov.cn/tplt/xl2012031611081743.jsp?infoid=1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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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仍然有直系亲属在韩国或朝鲜。朝鲜战争以后，韩国政府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江汉奇迹”，韩国经济条件优越性上升，工业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天然

的民族吸引力和认同感，延边州乡村中的朝鲜族通过各种途径到韩国进行劳务输出的越来越多。特

别是在2007年韩国政府对中国劳工以雇用许可制取代研修生制后，延边州朝鲜族对韩劳务输出规

模越来越大。同时由于日语和韩语在语言学意义上的接近，他们出国劳务的另一重要目的地是日

本。这些人要么利用各种机会留在韩国或日本，要么在打工赚钱后在州里的城市或城镇购房居住，

乡村“过疏化”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目前呈现典型的“空心化”趋势。

一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心化趋势逐步加剧。延边州乡村朝鲜族的人口流动结构从总体上表现

为外向型和单向型特征，人口流向主要以流出为主，近年来虽然有部分人口迁入，但与迁出相比差

距很大。有学者认为，“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流出的朝鲜族人的数量，但粗略地估计也达40
万之众。也就是说，朝鲜族社会现有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已离开原来的集居地而流向韩国、日本等

国家和中国的内陆地区。”［7］我们可以利用2010年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选民登记数来初步

判断延边州农村人口外流的状况。以延边州L市为例，2010年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应登记选

民34 813人，实际登记选民23 686人，选民登记率为68%①，民政局的相关文件中特别注明，此次换届

选举的选民登记率达到了近几届的最高水平，其原因是“为解决我市外出务工人员众多，参选率低的

问题，充分利用清明节回乡祭祖的有利时机，加大宣传力度，使许多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群众纷纷

回村参加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能利用清明节回乡祭祖的都是在省内或国内

务工的，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在没有参加选民登记的32%的人群中，至少有很大程度的比例从事出国

劳务输出。笔者在调研中得到的另一组数据更能反映出延边州人口意义上的“空心化”。L市下辖

的白金乡，总面积为307.5平方公里，最多时人口为986户7 694人，到2007年下降为480户1 310人，

人口流失达8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5人，流失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朝鲜族。延边州大部分边

境县市，由于农村人口迅速锐减，迫使部分乡镇合并。延边州外出务工和出国劳务尤以女性为主要

群体，其原因在于韩国女性劳动岗位的需求量。笔者在访谈中得知，男女两性在出国劳务中获利差

距非常大：

“农民到韩国打工，一个月五六千。两口子出去的话，一年挣10万。女的行，男的不行。女的活

儿多，男的还抽烟喝酒，在家一万也挣不来。”

妇女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延边乡村人口意义上“空心化”趋势：

“不生了。妇女没有了，都出去了怎么生呢？将来这农村儿童就没有了。我估计这里许多村再

过十来年二十来年就没有了，没有人了。老人都已经不存在了，又没有新生的，这个村还存在吗？”

在延边州调研时，笔者曾在一村庄和老者详谈，老者心酸的诉说道：“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已经

有十年没听过婴儿的哭声了。”这话是人口“空心化”的生动写照，这种意义上的“空心化”，不可避免

的导致了其他类型“空心化”局面的出现。

二是地理意义上的空心化趋势明显，尤以边境乡村为最。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延边州的

外流人口回归本土的比例极少：

“我们这边和南方沿海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人家能回来，咱们这都是去国外，肯定都不回来了。

① 此数据来源于L市民政局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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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回来的也都到城里了。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了。有的回来也是因为在那边竞争太大，身体不好回

来的。”

从这段访谈笔记可以分析，延边州农村外流人口的归宿主要有两个，包括到国外，主要指到韩国

定居和到城里购房居住。而国内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打工赚钱后首

要目标是在老家重新选址兴建住房，其地理意义上的“空心化”来源于村庄内部老聚落的荒废，但在

交通干线和要道两旁依然新房林立。与此不同的是，延边州外出务工人员把农村的老住房完全抛

弃，任其自生自灭。笔者在乡间调研走访的过程中，不时发现空置的房屋，有些地域甚至整个村屯都

是空房。

三是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趋势日渐加强。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乡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严

重缺失，乡村经济活动开展困难甚至无法进行。笔者在调研中对某村村长进行了访谈：

“我们这个村 96户，有 286口人，耕地面积是 150公顷。原来村里有两项专业合作社，一个是富

强，一个是稻花香，现在两个编在一块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延边这儿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出口

劳务的多。我们这个村出国的60%，剩余40%，其中老弱病残、低保户、五保户，这样的人在留家人员

中占20%，而且基本上是老龄化。这耕地啊，没人种。我们村都是旱田，有125顷。除了老年啊，残疾

啊，五保户啊，剩下的劳动力只有15%。就这15%里面还有老年人。没办法，村里很多地都撂荒，所以

我们组建了个便利农场，农场最大的问题也是没人，效益也起不来啊。”

从该村长的访谈可以分析，在出国劳务为主的人口空心化趋势下，乡村经济在农业和产业方面

全面走向“空心化”。笔者在调研时观察到，延边州的农地很多被抛荒，水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即

使依然在耕作的土地，耕种精细程度也大不如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延边州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

响，稻米产量相对较高，并且在市场上售价要稍高于周边其他地区。同时，作为亚洲最大的苹果梨生

产基地，苹果梨种植面积在境内高达4 700公顷，其收益是当地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笔者在调

研中得知，由于劳动力缺乏的原因，近几年来，很多地方的苹果梨疏于管理，产量和质量下降严重，其

产值亦在逐年下降。

四是基层政权“空心化”程度堪忧。学术界把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政权的变化概括为“功能异

化和结构性退化”问题，认为归纳起来有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基层政权的“悬浮化”。主要指中西部那

些缺乏资源，经济发展又相对较差的地区，在农业税取消之后，国家的转移支付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

源，基层政权的主要精力是在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运转，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向农民提供公

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日益疏离，逐渐成为“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一级政

权。二是掠夺资源型“内卷化”，这反映的是社会实力貌似增强但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主要存在于

有一定公共资源可以从中渔利的地区，比如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的升值空间较大，农村黑恶势力勾

结获取资源和利益的情况比较突出现，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退化最为严重。［8］从延边州的实际情况

来看，其乡村基层政权的变化与上述“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类型皆不相同。上述“功能异化和结

构性退化”中的两种类型的乡村基层政权，其维持和运转尚能进行，只是处于“非正常”状态。但在人

口空心化影响下的延边乡村，其基层政权面临的尴尬局面是基层政权“无人”支撑。笔者在延边州调

研时询问人口结构外流对乡村基层政权的影响，T市的民政局局长满脸惆怅：

“影响有啊，而且很大啊。我们本来培养了六个村主任和支书的后备干部，一个也没留下。你看

这位村主任都53了，早就该给年轻人让位了，这也让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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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语中所指村主任所在的村庄，人口外流现象格外严重。笔者在调研中得知，该村主任现年

53岁，是村里现存人员中最年轻的村民。更严重的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党员发展进程受

阻，村内党员数量稀少，这更是乡村基层政权空心化的最严峻表征。笔者访谈了主管乡村基层政权

的民政部门相关官员：

“我们当时也在农村做过调查，当时党的基层组织也做过课题，也做过调研，觉得很严重。那么

过了四年，再到我们这里调研，情况基本上还是和四年前一样。他到了一个村，就一个党员还七十五

岁，支部都成立不了。”

乡村基层政权的空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其公共性的空心化，这既是乡村空心化的表征之一，也

是乡村社会空心化趋势下的社会风险之一。乡村社会严重“空心化”现象的后果就在于“使乡村世界

丧失了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基本能力，乡村公共事务亦处于瘫痪状态。当代中国城市化、市场

化背景下乡村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直接后果，是乡村组织的衰败和村庄公共性的失落”。［2］作为边

境地区和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其乡村空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既有共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

三、乡村社会“空心化”趋势下的社会风险分析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

提出“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新形势下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此为背景，如何在新时期完善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农村

社会的和谐稳定，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纵观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

与社会变迁的不适应，甚至是冲突和矛盾，探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形势下原有社会管理体制的陈旧

和不协调。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讨，针对具体地域和社会

实际的细致解剖并不多见。波兰尼以“嵌入”与“脱嵌”为核心概念来分析人类经济与社会间的复杂

关系，［9］这为制度实践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以制度实践为基础考察制度的运作与实

践。“就农村社会管理机制而言，它的实践亦是嵌入在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忽视农村社会自身的分析

必将难以把握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因为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所嵌入的农村社会结构构成了其实

践与运行的基础。”［10］出国劳务和外出务工影响下导致的延边州乡村社会“空心化”，正是影响其农村

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实践。这一具体社会实践，既给“空心化”趋势下的延边州乡村社会带来了基层

社会管理的困境，又造成诸多地域性的社会风险。

一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管理主体和基础的缺失。

延边州乡村空心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首要表现是人口老龄化现象异

常突出。数据显示，延边州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2009年底全州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6 860人，

占总人口的12.24%。个别县市中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7%。笔者调研的L市的农村老

年人口比重高达18%。

韩国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再加上婚姻等因素留滞韩国的延

边州朝鲜族女性越来越多，这导致延边州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严重。笔者在调研时某镇镇长陈述该镇

的人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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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人啊越来越少，最典型的就是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差异，都说5∶20∶1。这是什么意思

呢？就是5年去世20个人出生1个小孩。中学小学的学生都少了。”

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人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学术

界对基层社会管理的论述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政府才应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其原因更多地在

于对农民素质和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担心。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质内涵而言，农民，特别是青壮

年农民应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同时亦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核心。青壮年劳力的大量流

失，是延边州农村社会管理困境的焦点所在。

女性外出的另一重要后果就是“光棍村”的出现。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受外出打工的影响，女性

青年普遍外出务工，这些女性青年外出务工后很少回归老家，大部分在外地成家，导致本地适婚男性

青年找不到对象，出现了“光棍群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光棍村”。笔者调研的一个村落竟有80
多个30岁以上的“光棍”男性青年，形成典型的“光棍村”。当地政府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认为这是

一个很大也是很严重的社会隐患，这不仅仅牵涉人口再生产的无法延续，更现实的是无法结婚的适

婚男性青年，主要以汉族为主，他们无法“成家”。

在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基与

支配作用。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

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以传递给个人。［11］旅美学者杨笑思更是认为相较于西方社会

“个人—社会”两级模式的社会结构而言，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个人—家庭—社会”三级模式。［12］在

这个三级模式的社会结构影响下，中国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

其义益重。”由此，人们之间互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

织”。［13］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已经有所淡化，特别是在家庭结构

核心化和家庭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下家庭功能逐渐改变。但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依然不

可忽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得以维系的农村地区。鉴于此，家庭应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光棍村”

中存在大量的青壮年男性无法组建“家庭”，社会管理的基础由此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延边州“光棍

村”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地域原因，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就地化”特征而言，出国劳务影响下延边州

“光棍村”的存在，使其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缺失成为现实问题。

二是地区社会管理中边境安全和民族问题日益严峻。

延边自治州地处 J省东部，中、俄、朝三国交界，面临日本海，东与俄罗斯滨海区接壤，南隔图们江

与朝鲜咸镜北道、两江道相望。边境线总长 755.2公里，其中，中朝边境线 522.5公里，中俄边境线

232.7公里，这漫长的边境线绝大部分位属乡村地区。因此，边境安全是延边州农村社会管理的重点

之一，也是其农村社会管理的地区特色所在。在乡村空心化的趋势下，延边州边境乡镇人口总量逐

年递减和边境村屯逐渐空心甚至荒芜，边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延边州共有边境乡镇22个，边境村

屯73个，边境村组256个。1990年，延边州边境乡镇人口18万人，2008年下降到14万人；1990年，全

州边境乡镇人口自然增长率7.28%。2008年下降到-2.32%。［14］笔者在延边州边境村屯中走访时，发

现村屯荒芜现象非常严重，L市的开山屯镇，原有 5个村民委员会，36个村民小组，截至调研时的

2011年3月，5个村民委员会大多名存实亡，房屋空置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在延边州的边境村落，不

仅存在人口学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地理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尤为严重，在此基础上其他层面

的乡村“空心化”更甚于周边地区。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延边地区的边境安全问题。近年来，延边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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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行“爱民固边”运动，旨在通过访民、知民、亲民、助民、安民、富民等途径，达到把好国门、守好边

界的“固边”策略，其意义在于做到依靠党政、赢得支持，依靠社会、联动各方，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全

力构筑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战略屏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平安和谐的边防环境。但在“空心化”趋势

的影响下，延边州边境村落的“爱民固边”运动根本无法展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量人口的外流使

“爱民固边”运动缺乏最基本的群众基础。

乡村“空心化”趋势影响下延边州另一具有地域特征的社会管理困境在于民族问题。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但在出国劳务和外出务工的影响下，延边州朝鲜族人口逐年下降，所占

比重也越来越小。数据显示，朝鲜族人口2009年总数比2000年减少41 948人，朝鲜族人口占全州总

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8.6%下降为36.7%。这种趋势对于其他非民族自治地域而言，可能引发

的只是乡村集聚地的解体、乡村教育的衰败等社会问题，或许“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向产业化

社会的转化过程中将面临的普遍问题，但在朝鲜族社会，它所带来的冲击比起其他社会仍显得异常

沉重”。［7］因为在延边州，朝鲜族出生率的减少和人口比重的下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

是民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三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存在困境。

在当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又

是其基础所在。“从更宽泛角度看，公共性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15］在这

个意义上，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构建。在空心化趋势下，延边州的乡村

社会公共性构建存在困境。

根据公共性的承载主体，我们可以将乡村社会公共性分为自生型公共性、连接型公共性和传导

型公共性。自生型公共性即为“村组织承担的社会公共义务，包括村庄内部自生福利的分配和精神

文化生活”。［2］但在延边州乡村空心化趋势的影响下，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社会精英随即流失，

老年成为乡村社会自生型公共性的承载主体。笔者在调研时发现，“老年协会”在延边州乡村的作用

不容忽视，但需要注意的是，本应是自生型公共性的服务对象的老年人在此地却成为公共性的承载

主体，存在严重的“弱势服务弱势”现象。乡村社会空心化的趋势，破坏和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以血

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守望相助”。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乡村社会人口再生产能力

逐渐丧失，新一代自生型公共性承载主体无法正常成长，这导致延边州乡村公共事务逐渐处于瘫痪

状态，乡村社会逐渐走向凋敝化。

连接型公共性的承载主体即为乡村社会的各类经济组织。个体农户的脆弱性无法直接面对市

场残酷的竞争，因此，利用各类经济组织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共同面对市场组织农业生产，组建

农产品销售网络。但是，在空心化趋势下，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特别是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使乡

村社会的各类经济组织无法组建。延边州原有的各类经济组织比较发达，每个村庄都有一个或多个

经济组织的存在，指导和服务于延边州的苹果梨、水稻、人参等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近十年来，空

心化趋势不断加剧，这些经济组织无法正常运转，乡村社会的物质生产和销售倒退到由分散农户承

担的“原子化”状态。

传导型公共性的承载主体在于乡村基层政权和各级政府。在乡村社会空心化趋势下，基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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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地缘共同体的自生型公共性逐渐衰落，以市场为对象、以各类经济为主体的连接型公共性无法延

续，在此大背景下，传导型公共性本应是延边州乡村社会公共性的主导，但笔者在调研时发现，这一

类型的公共性同样存在很大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

背景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思路基本属于发展主义的范畴，仅仅把乡村看作一个地理意义

上和经济意义上的单元或区域，强调乡村经济的发展，往往通过加大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投入，比如修

桥修路、通电通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忽视了乡村公共性的建设。［16］作为边境地

区的延边州，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延边州乡村社会的基

础设施状况良好。同样，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各级政府特别注重延边州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巩

固，只是在“空心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以村委会为主体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后继乏力。近年来，随

着民政部大力推进的农村社区建设举措，延边州的乡村社会建设提上日程，但其弊端同样在于过分

侧重物质层面的建设，如修路、改水改厕、旧房危房翻修以及各种类型的“村村通”等，当然诸如各类

技术培训、乡村医疗点的设立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补助、农村养老金的发放等社会层面的举措同

时在进行，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传导型公共性的建设。但对于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建设只是

停留在修建村庄村部、村庄文化活动室、组织村委会选举、提高村委会日常活动经费等技术性层面，

这些成为各级政府衡量农村社区建设绩效的主要指标。笔者在调研时反复考量，在空心化趋势影响

下，我们要防止延边州乡村社会新建的村部只是成为乡村突兀的风景之一，防止文化活动室亦成为

摆设，防止各类技术培训演变成新的“形式主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社会建设为表征的

传导型公共性建设沦为新的乡村社会风险。

“公共性”构建对于当前农村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的，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对于

抵御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工具主义的快速扩张有着实质性意义；是使个体得以超越狭隘的自我而关

注公共生活的立基所在；还是形塑现代国家与民众间良性相倚、互为监督新格局的重要条件”［15］。因

此，对于延边州而言，如何摆脱当前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困境，提升该地区公共性的运作绩效，特别是

健全公共性构建的制度保障，夯实公共性运作的社会基础，是在乡村空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加强社会管理的前提条件，亦是防范和化解该地区农村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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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low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Cause，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Risk

——The Case Study of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anbian
LIU Jie

（College of Scociology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430079，China）

Abstract：Among the studies of the depopulation and hollowization of the villages，the focus is on the ur⁃
ban-rural rel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nd prevailing belief is that it is the inevitable re⁃
sult of urban involution. However，the problem is these studies neglect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globalization
in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relevant to this field，this essay studi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depopulation”and“hollowization”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ization，which are the two influential key el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rural
area of minority region，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ffect of labor service exporting on the cause and character
of the hollowization of this village，and believed that the hollowization of the village would bring about a se⁃
rious of social risks.
Key Words：the Hollowizaiton of village，labor service exporting，so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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